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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清偿模式为锚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的认定应摒弃理论界传统以构建“夫妻共同债务”为基础的

“共同利益制”，按照现行法和审判实践主流观点明确举债方之配偶因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基于连带责

任的严厉性，在共同经营之债的认定上必须采用严格标准，即夫妻双方需就成立该债务存在明确的内部

合意，并且该债务确系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为两项重要标准。在具体的商事场景下，往往以“共同参与”

作为判断夫妻内部合意的外化标准，但会随商事场景的变化而发生些微的标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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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repayment model as the anchor point, the recognition of debts related to the join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pouses should abandon the theoretical tradition of building a 
“common interest system” based on “joint debts between spouses”, and clarify that the spouse of 
the debtor should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for external reasons in accordance with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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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 and mainstream judicial practices. Based on the severity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strict 
standards must be adopted in the recognition of jointly operated debts, that is, both spouses need 
to have a clear internal 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bt, and the fact that the debt is 
used for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is two important criteria. In specific business scena-
rios, “joint participation” is often used as an external criterion to judge the internal agreement 
between spouses, but there may be slight changes in the standard with the changes in business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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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是我国民法婚姻家庭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争议问题，其中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的

判断和认定，因涉及与商法交叉，更成就理论界的百家争鸣和审判实务界的判断疑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的问题》(法释[2018] 2 号)改变了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 24 条夫妻共同债务“时间推定”论，将夫妻共同债务限定在“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和

“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这三个条款类型，并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该解释后为《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第 1064 条 1所吸收。 
立法的辗转变化，在价值层面体现了保护非举债配偶方的家庭伦理价值和保护债权人的交易安全与

经营效率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两相博弈。针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现行法立场更偏向保护非举债

配偶方，但因所谓“共同经营”的认定标准模糊，且《民法典》第 1089 条将离婚时夫妻债务清偿原则表

述为“共同偿还”，语焉不详，导致争议频生。本文拟立足现行法和司法实践，以清偿规则为锚点，针

对学说上诸如“共同利益说”等主流观点进行批判性分析，确定连带债务的清偿模式以及以此为基础构

建的夫妻生产经营之债具体认定标准，并依据该标准对商事经营具体情形做出类型化分析。 

2. 基于清偿模式选择的两种认定进路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系指夫妻筹划、组织与管理某种组织形式或非组织形式创造属于彼此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过程中所负的债务[1]。我国《民法典》第 1089 条并未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模式做出具

体规则，司法实践上亦时常出现同案异判的现象。学界分析认定是否成立共同生产经营之债，往往是以

清偿模式为逻辑起点，基于区分夫妻债务系连带债务抑或共同债务，在各自明确债务性质的基础上设计

“共同经营”的认定规则，平衡保护债权人和非举债之配偶方的权利。主要有以下两种进路。 

2.1. “共同利益说”下的逻辑弊病 

以“共同利益说”为代表的学界主流观点以认可夫妻生产经营之债为共同之债为基础，因“共同之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

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

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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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的责任划分已经可以避免非举债之配偶方不至以其全部责任财产承担债务，因而在经营之债的判断

和认定上，该说更倾向于保护债权人利益。 
具体来说，该路径下将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分类与重构，分为连带债务、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三类

[2]。仅在符合《民法典》第 1064 条下家事代理权的场合下才系夫妻连带债务，以夫妻双方全部责任财产

清偿；在共同生产经营之债场合，以夫妻是否“共同受益”为标准，若是则构成夫妻共同债务，责任财

产除了负债方的全部财产外，配偶仅以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份额承担连带责任，若不是，则为举证方的个

人债务。 
在此基础上，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的判断即被冠以“共同利益”标准，在具体认定上虽有观点各异，

但总体上都因婚姻事实的存在而放低了对“共同利益”的认定要求。例如，有观点夫妻双方具有共同经

营管理，参与经营管理或相应的外观，一方对外所负之债用于投资该企业，相对方基于经营管理的原因

对此明知或应当知道，即可以推定所获利益系家庭利益，该方配偶所负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3]；亦有

观点更进一步，夫妻之间“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法人、合伙等组织形式中，因所负债务和所得利

益之间存在关联度的隔离，若配偶一方对外负债后将所得投资或转借于企业经营，由双方通过法定共同

财产制共享股权收益或其他企业利润的，该负债则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实践中有法院以收益认定

夫妻共同债务，认为即使举债方举债经营的企业不能被认定为共同经营，但只要企业经营收益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该债务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亦有法院以负债和家庭消费、收入之间的关系认定共债[4]。 

2.2. 确定“连带债务”的清偿模式 

1) 基于现实立法的理论立场 
尽管学理上大多推崇对“共同受益”做广义理解，但从清偿模式出发，其都以“夫妻共同债务系有

别于连带债务的有限债务”为前提。尽管比较法上有成功的域外经验可供借鉴推敲，但对司法实践中“共

有即连带”的普遍裁判思路而言[5]，或将对现行法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 
审判实践中普遍将夫妻共同经营之债的性质定义为连带之债，认为基于夫妻之间特定身份关系，在

婚姻存续期间存在休戚与共的伦理基础。非举债方分享了共同经营之债中获得的收益，符合无偿得利之

第三人返还的法理基础 2，实务上将共同经营之债定义为连带债务在理论和伦理上均无弊端，且深深立足

于现行法框架和实务裁判经验，相较于学理构建“共同之债”并在此基础上放大“共同受益”的外延，

几经辗转地保护债权人利益，认可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系连带债务，更能直接清晰地平衡债权人和非

举债方之配偶的利益，亦更能体现生产经营之债相较于生活消费之债的原本区别。 
2) 对债权人不存在可苛责的“不利益” 
将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定性为连带之债，不仅切合目前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思路，同时对债权人而

言，亦不会产生其他不利益。首先，债权人可以去缔结债务时即主张“共债共签”，并不会过多为交易

成本增加负累，反而还解决了后续的诉讼成本，以缔结和约时各自清晰的意思表示杜绝之后纠纷隐患的

发生。传统观点往往站在债权人视角，主持维护债权人基于交易安全而亟待保护的法益。但换言之也需

要问，在夫妻共同经营之债的场合，债权人是否弱势到需要对其进行特殊保护？若债权人成功举证举债

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活动，但可分别主张夫妻以所有责任财产承担连带责任，自不待言；即使未能

完成举证，虽只能主张以举债方个人财产和其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共有份额清偿，但对于债权人而言，

其订立合同时所信任并愿意与之缔结合同的原本即为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债务人，债务人的婚姻状态和配

偶情况与双方签订借款合同时的主观目的关联性并不强烈。无论如何，债权人都能对借款合同的相对人

主张全部责任财产，并不存在无处救济的情形。 

 

 

2尽管前提不同，但此处论证思路和“共同利益说”大致相同，仅是对“共同利益”的定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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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带之债”下夫妻经营型共债的认定标准 

债务的清偿模式和认定标准之前动态平衡，才能最适宜地维持各方责任的稳定。“连带之债”的清

偿模式既已确定，以其为锚点，针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的认定标准相应地亦需进行调整。因连带债

务须以个人全部责任财产清偿，其严厉性使得夫妻共同之债在判断认定的规则设计上必须尽可能地保护

未举债之配偶方，这也同样契合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的问题》

(法释[2018] 2 号)和《民法典》第 1064 条的立法本旨 3。在此基础上认定共同生产经营之债，必须摒弃“共

同受益说”中抽象的“受益”定义，采用更加严格的标准[6]。 

3.1. 须体现“共同”合意 

夫妻双方针对经营举债事项需有共同的合意，是以连带责任为前提的清偿模式下最重要的因素。 
传统的“共同利益说”在认定共同经营之债中的“共同”要素时，往往使用“夫妻身份”和“经营

者身份”的简单叠加[7]，以经营者身份推定举债合意的存在。若非举债方之配偶具备同一企业或关联企

业的经营者身份，例如法定代表人、股东、监事、总经理等，即推知其知情或推定经营组织受益，成立

夫妻共同经营之债。这样身份叠加的简单推定忽略了因共同经营组织形式不同，经营风险也不尽相同。

在连带责任的严厉要求下，对非举债方之配偶而言过于苛刻。为起到利益平衡，在认定是否为“共同”

经营时，夫妻双方都应对经营事项享有平等的决策权。 
具体而言，首先，应当首先排除非举债方并未实际参与经营，即在经营过程并无实际话语权，但因

经营所负债务系为“家庭目的”，经营所获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因而非举债方需因所谓“共享

利益、共担风险”原则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也应当排除仅因夫妻处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中，便根据

法定共同财产制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例如配偶一方对外负债后将所得投资或转借于企业经营，由双方

通过法定共同财产制共享股权收益或其他企业利润的，该负债则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此时，配偶

方对经营行为的参与空间较小，欲使其在低意志自由的情境下承担高风险的连带责任，不符合比例原则；

况且，举债之后获得的经营收益流向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若以此作为共同经营之债的判断依据，将

模糊共同生活消费之债和共同经营之债之间的界限，不仅违背《民法典》第 1064 条的立法本旨，也增添

了债权人举证和法院的裁判难度。 
其次，夫妻双方对共同经营事项必须有大体相同的决策权，和足互相匹敌的共同影响力。就承担举

证责任的债权人视角看，共同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须有别于共同生活消费之债，债权人需举证配偶有

参与经营的意思表示和共同经营的实际行为，“受益共有”并非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的认定行使。何

为“大体相同的决策权”无法离开具体的经营情形，将在后文的类型化划分中进行详述。 

3.2. 举债是出于“共同生产经营”的需要 

因举债而获得的利益必须确定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行为，方能成立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从举

债目的看，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的受益对象是相关的经营实体和经营行为，并非作为非举债方的配偶以及

其背后广义的家庭利益，这亦是共同经营之债和共同生活消费之债的最重要区别。 
整体上，因连带责任的严厉性，在判断是否“确用于”时必须查明利益时首先需要查明该债务在外

观上确实流向了生产经营的切实需要；其次，对“是否用于夫妻生产经营”的考察必须着眼在举债发生

时的举债方的意思，而非如传统“共同利益说”一般计数事后的利益流向。尽管现行法制度构建在连带

责任下偏重保护非举债之配偶一方的利益，但夫妻之间因婚姻关系确实休戚与共的实体，不同于生活消

费这类适用家事代理权的小额交易场合，生产经营过程或将面对诸多风险。此时，夫妻基于共同的意志

 

 

3若非如此，在传统“共同利益说”下，可能出现举证责任被分配给未举债之配偶一方的情形，与现行法规范存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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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债，并一同承受随之可能的荣辱，不仅符合夫妻之间荣辱与共的基本婚姻伦理，同时也更利于司法裁

判上的综合认定。 

4. 以连带债务为基础的类型化场景划分 

在连带责任的清偿模式下，基于上述标准，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因存在发生的交易场景不同，认

定的宽紧亦会随着情境变化。在如下的不同商事场景下，存在着类型化差异，主要分为有无实体形态组

织这两个大类，主要以是否“共同参与”作为判断夫妻之间是否存在举债合意的外化标准。 

4.1. 有实体经营组织 

有实体经营组织的情形，一般以公司、合伙企业为主。此时，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的认定主要存

在如下三个情境。 

4.1.1. 双方共同参与 
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即意味着夫妻双方在同一或关联公司或合伙企业内，担任公司股东或者企业合

伙人，或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监事等重要职位[8]。此时，夫妻双方因在经营组织实体内部的管理者

地位，举债一方以其个人名义举债并将所借的资金投资或转借给公司或合伙企业，此时举债方配偶引起

重要的管理者爹，可推定其知晓借款的用途，存在参与经营的合意，参与了实际了经营行为。在股东或

合伙人仅为夫妻两人时，较直接能完成从企业债务到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的转化；在非夫妻企业情形

下，则须判断该债务是系公司之债，还是“刺破公司面纱”之后的举债方个人之债。 
因连带责任本身的严厉性，夫妻共同参与情境因严格局限在夫妻二人皆是该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

若非举债方仅是同组织内一无甚权限的普通员工，仅为该组织提供劳动，自不可推定夫妻两人存在举债

共意。 

4.1.2. 一方投资一方参与 
此时，主要亦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在个体工商户场景下，夫妻一方被登记为投资人，就该项经营的

正常运作进行举债，另一方虽未作登记，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参与了经营管理 4。此时，基于个体工商

户经营与家庭之间直接且紧密的关联，可以确定该负债系用以生产经营，亦可推定夫妻之间基本确凿的

举债合意，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二是所谓“一方授权型”[5]，表面由夫妻一方单独经营，但实际源于双

方的共同安排。此时，夫妻之间是否存在内部合意较为隐蔽，债权人往往难以举证配偶方“授权”与否。

有观点明确反对部分法院以配偶方“知情”以推知“授权”的裁判思路，认为知情并不等于同意，如此

将扩大共同经营之债的适用范围，不利于保护婚姻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再者，在这里事实认定往往存疑

的情形下，债权人本可在缔结合同时即主张“共债共签”，以杜绝后续隐患，而非在争议发生时后觉地

去探寻是否存在本就不可明见的夫妻内部合意。 

4.2. 无实体经营组织 

有无实体经营组织，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公示手段可供理性第三人进行外观识别。在无实体经营

组织的情形下，夫妻之间的举债合意和共同参与行为无法通过外在的公示手段进行客观判断，只能凭借

转账记录、合同内容等进行综合判断[9]。但尽管不存在可供进行外观辨认的公示手段，无法将这类情形

囊括进公司法下的商事组织形态，但整体上依旧存在“双方共同参与”和“一方投资一方参与”这两种

类型，可以借鉴有实体经营组织的判断思路，仍基于连带债务的严厉性，严格把握夫妻共同经营之债的

认定。 

 

 

4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民申 1599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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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共同生产经营之债作为一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和商法交叉的债务类型，在立法的几经修缮中体

现了立法者对保护非举债配偶方的家庭伦理价值和保护债权人的交易安全与经营效率价值之间的两相选

择。在债务性质认定上，理论界以“共同利益说”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并不符合我国司法实务中针对夫妻

债务“连带即共有”的审判实际。在连带债务的清偿模式下，本就出于弱势的举债方之配偶出于更需保

护的地位，而债权人则可通过在缔结债务时即主张“共债共签”，握有相应的主动权。因此，共同生产

经营之债的认定必须审慎而严格，并基于类型化的商事情境做出具体的调整，以力求能够确切地推定夫

妻之间确存在举债之合意，债务亦确用于共同生产经营之需要，方能体现公正和各方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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